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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绩效

乡村振兴赋能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
———基于可行能力视角

康 慧

(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经济学院,晋中030619)

摘要:基于可行能力理论,明晰乡村振兴政策如何与农村居民能力培育实现有效衔接,探讨农村居民客观可行能力

对其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,并在山西省农村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展开实证检

验。结果表明,农村居民可行能力中经济条件(家庭人均收入)、生态宜居条件(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、农村基础设

施)、政治参与能力及身体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。乡风文明条件(邻里氛围)与防护性保障对农村居民

生活满意度并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。社会机会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。通过构建本土化的

可行能力指标体系,为理解乡村振兴的福祉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证依据。三农政策应切实扩展农村居民

的选择自由,使乡村振兴的成果真正转化为他们可衡量、可感知的生活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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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当前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观背景下,
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、缩小城乡差距已成为解决

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核心任务。党的二十大

报告指出“促进共同富裕,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

然在农村”[1],凸显了农村居民福祉增进在全面建设

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战略意义。共同富裕不

仅是物质层面的丰裕,更是包括环境宜居、精神富

足在内的全方位发展,要求农村居民在新时代享有

更高质量的民生保障。在这一目标指引下,把乡村

振兴战略作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抓手,为破

解农村发展瓶颈提供了系统性路径。与此同时,学
术界也围绕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展开了

多维度探讨,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[2-4]。近

年来,制度性保障的影响受到重视,例如,蔡少伦[5]

关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

响;陈华帅等[6]探讨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幸福

感的提升路径;朱楠和李萌[7]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

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角度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

了微观证据。可见,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,促
进乡村社会繁荣,实现“产业振兴、生态宜居、乡风

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,深入探索造成提升障

碍的深层次因素,是值得研究的方向。
在共同富裕的愿景与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下,

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确

认。但既有文献多聚焦于家庭收入、社会保障等单

一或特定维度的影响,这些研究虽有意义,却未能

提供一个系统性的从根本上回答困扰农村居民生

活满意度提升本质原因的框架。20世纪八九十年

代,Sen[8]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,把“可行能力”定义

为“能让一个人实现各种生活方式或过上高质量生

活的能力”,包括吃、住、行、教育、就业、社会参与等

功能性活动。这为农村居民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

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点。农村居民增收能

力和机会的贫困被认为是其收入处于较低水平,生
活质量低下的深层原因。农村居民面临可行能力

的剥夺与缺失,既表现为拥有的个人资源禀赋贫

瘠,也表现为缺乏足够的外部社会机制支持。城乡

在就业环境、子女教育、医疗资源保障、生活环境等

方面的差异及农村居民自我发展的路径依赖造成

其可行能力贫困。农村居民的可行能力越弱,其生

活质量低下的概率就越高;可行能力越强,生活质

量提升的时间就越短,同时农村社会也会因农民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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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能力的提升而不断进步。在乡村振兴的制度型

公共产品框架下切入可行能力视角,也有利于明晰

乡村振兴政策如何更好地与农村居民的可行能力

培育相结合,在国家宏观战略与居民微观福祉之间

建立起有机联结,揭示“乡村发展”如何通过农村居

民可行能力的拓展,实现幸福感、获得感与安全感

的提升。Sen[8]的可行能力理论强调根据研究对

象、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,界定和测量那些关键的

可行能力维度。基于此,本文将其置于“乡村振兴

战略”的具体背景下,尝试构建一个连接宏观战略

目标与个体体验的“可行能力-生活满意度”分析框

架,来回答乡村振兴实践如何培育与扩展农村居民

的可行能力并转化为其生活满意度的提升。

1 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

1.1 可行能力-生活满意度分析框架

Veenhoven[9]认为生活质量是个体在相应生活

机会下的生活结果的反映,生活机会是指个人追求

品质生活的机会,更倾向于生活质量的客观描述;
生活结果是生活机会带来的可能性的实现,更多地

体现生活质量的主观层面。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

低下可能是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可行能力水平不高、
发展受限在精神层面的表现,因为生活满意度也取

决于“某个人实际能够做什么或处于什么状态”,即

可行能力的集合。阿马蒂亚·森[10]的可行能力理

论提供了研究客观生活条件到主观生活满意度的

强有力分析工具。无论什么样的发展机制,其终极

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,提高人民构建未来的能力。
农村居民可行能力是指农村居民实现各种有价值

功能的实际能力,对自己生活方式选择的能力,即
有权享受和可实现的生活、医疗、社会参与等多维

度的权益集合。阿马蒂亚·森[10]的理论提出了5
种衡量福利的功能性活动,即经济条件、透明性保

证、防护性保障、社会机会以及政治自由。Brock[11]

继承森的关注实质机会的思想并拓展了制度责任

的宏观视野;Nussbaum[12]提出十项核心能力清单,
为可行能力指标体系构建提供了操作性框架。他

们认为可行能力的内容应随研究对象及所处的社

会经济环境变化而调整。近年来,沈珺[13]关注农民

工群体可行能力构建;宋瑛等[14]侧重数字乡村建设

对农民福利的促进作用;彭新万和张承[15]研究城镇

相对贫困的识别与治理;刘波[16]聚焦可行能力差距

分解;张方华和陈蔓竹[17]讨论了国家能力与个人可

行能力的平衡。学者的研究各有千秋,都在推动可

行能力理论的实践应用,但没有构建一个适用于分

析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可行能力助推生活满

意度提升的理论框架。因此,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紧

扣时代发展背景,创造性地融合了“可行能力”内核

与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

富裕”的乡村振兴总要求,力图使理论维度与当前

中国农村发展的核心战略目标相衔接。同时突破

现有研究重经济条件轻发展型维度的掣肘,将“生
态宜居条件”与“乡风文明条件”纳入,形成了包含

经济条件、生态宜居条件、乡风文明条件、政治参与

能力、防护性保障、健康状况与社会机会7个核心维

度的测量体系。指标的具体解构如下。
(1)经济条件。阿马蒂亚·森在《以自由看待

发展》一书中指出,个体的生活质量应由他的自由

来衡量[10]。Brandolini[18]指出,以收入获取能力为

主导的经济因素是判断一个人实现自由的关键指

标和功能性活动,对构成可行能力的其他活动的实

现有着重要影响。山西省整体GDP水平处于中下

游,广大农村经济较为落后。农村居民家庭经济条

件是约束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。乡村振兴首

要的目标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并帮助农村居民摆

脱经济贫困,这无疑是提升农村居民可行能力的现

实基础和条件。袁方和史清华[19]认为因收入的相

对剥夺而导致的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是农民贫困

的关键。农村产业弱化极大地减少了农村居民创

造收入的机会与可能,同时农村产业发展状况会影

响收入分配格局,涉及农村居民在当地从事的行业

和选择工作的自由。基于此,选择家庭年人均收

入、家庭人均支出、家庭收入主要获取地及来源、村
镇主导产业类型为经济条件量化指标。通过对现

有文献的梳理,认为经济条件仍然是决定与影响农

村居民生活满意度非常重要的因素,并形成如下

假设。
H1:经济条件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

影响。
(2)生态宜居条件。通过改善农村生态环境,

农民的生态安全得到满足,生态幸福获得保障,这
正是提升农村居民可行能力需要特别重视的内容。
随着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条件的改善,对优良生活环

境的需求也在上升,农村居民不再满足于有房可

居,所居住区域的生活环境也成为影响其工作生活

选择的重要因素,同时成为乡村对外来人才保持吸

引力的重要因素。因此,选择住房条件、村里产业

开发对生活的影响、空气质量、噪声状况、自然环境

满意度、基础设施满意度为生态宜居条件的主要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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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。并基于文献梳理提出如下假设。
H2:农村生态宜居条件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

具有显著影响。
(3)乡村文明条件。乡风潜移默化人们的情感

认同和行为习惯,作为软件基础,为乡村振兴提供

智力支持与精神动力。农村的教育情况、文化娱乐

活动、人际交往、邻里氛围等都能反映农村的乡风

文明状态。这些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,也是人

的可行能力的必要条件。Nussbaum[12]提出的人类

发展基本能力清单中包括能够与他人共同生存、生
活,意 识 到 并 关 心 他 人 的 存 在 的 友 好 关 系。
Brock[11]的可行能力清单提到的是“得体的社会关

系”。人的群居性决定了所居住的人文环境也是影

响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,许多农村居民

不愿意留在城市陪伴孩子而选择回到农村去独自

生活,有部分原因是老家乡亲形成的社会交往圈。
结合乡风文明建设,选择村里教育水平、对村里文

化活动满意度、经常走动的亲戚邻居数、邻里氛围

等指标,并基于文献梳理提出如下假设。
H3:乡风文明条件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

显著影响。
(4)政治参与能力。在乡村治理方面,要求保

障每一个村民享有政治自由、民主权利与政策保障

等,这恰恰体现的是农村居民可行能力中的“政治

参与能力”。政府提供的最基本公共品即乡村治理

水平。作为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主体之一,
农村居民自我意志表达、政治参与能力是其生活满

意度的构成要素。武颖[20]认为,政治参与通过自信

心、胜任力对农村青年的幸福感有正向促进作用。
基于此,选择政府效率、一事一议制度参与程度、对
乡村干部廉政的满意度作为二级指标。并形成如

下假设。
H4:政治参与能力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

显著影响。
(5)防护性保障。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导

致许多农村居民或主动或被动地失去传统的防护

性保障,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降低。政府积极推进
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是旨在从社会公平的角度通

过政府转移支付提升农村居民基础保障水平。张

子豪和谭燕芝[21]认为社会保险的全面性会影响农

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。向运华和姚虹[22]利用2013
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(Chinahealthandre-
tirementlongitudinalstudy,CHARLS)数据得出,
有新农合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,而由于基础养

老金保障水平有限,其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

影响并不明显。蔡少伦[5]得出城乡居保对60岁以

上进入领取期的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影响显著。综

合考虑,选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认缴档次作

为衡量农村居民防护性保障功能性活动的指标。
并提出如下假设。
H5:农村居民防护性保障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

显著影响。
(6)健康状况。健康对于个体可行能力的基础

性作用在很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,而身体健康状

态是农村居民在生活和工作中正常活动和能力扩

展的前提。李静和王月金[23]认为农民的身体、心理

健康状况与其主观福祉高度相关。张宇争等[24]论

证了健康是社会资本促进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

关键中介变量。基于此,研究提出如下假设。
H6:本人及家人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村居民生活

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。
(7)社会机会。根据阿马蒂亚·森[10]做出的界

定,社会机会是每个个体平等地拥有享受教育等社

会公共服务,有效参与经济与政治活动,实现自身

价值与追求的机会。农村居民因为缺乏知识技能

造成可行能力不足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所受教育

的不足。接受同等教育是起点公平最重要的因素,
受教育水平对一个人选择机会的影响很大。魏晓

艳[25]研究了高等教育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

应。选择“受教育程度”作为社会机会的指标,并提

出如下假设。
H7: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

影响。
1.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

研究数据来源于2021年11—12月由课程组开

展的实地调研。基于团队持续10年的山西省农村

居民生活满意度追踪调查所积累的经验,调查设计

按多阶段分层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,在山西省

抽取包括太原、大同等11个地区,以保证样本在总

体上对山西省农村居民具有代表性。具体由各地

市联络员依据乡村类型随机抽取4~7个行政村,在
最终确定的69个样本村内,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

法抽取10户家庭,以确保样本类型的多样性。样本

量的确定综合考量了科学性与可行性,兼顾农村地

区实地调研的实操性与成本效益的平衡。依据社

会调查样本量计算公式,选择95%的置信水平、允
许误差放宽至E=±5%,最低样本量为384份,实
际发放问卷690份,回收有效问卷660份,有效回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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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为95.65%。为评估横截面调查的样本选择偏

误,将样本关键变量家庭人均收入分布与《山西省

统计年鉴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进行比

对,其梯度结构与分布基本吻合,一定程度上支持

了样本在经济维度上的代表性。核心变量的描述

性统计如表1所示。
以问题“如果让你对生活满意度评价的话,您

会选择打几分?”度量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生活满

意度。问卷中按1~10分打分,分析中以两分为一

档归并为5个等级,赋值从低到高分别为1~5。由

表1可知,山西省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均值为

3.62,大致介于“一般满意”与“比较满意”之间。
解释变量分为七类,分别是经济条件、生态宜

居条件、乡风文明状态、政治参与能力、防护性保

障、健康状况、社会机会七个方面的功能性活动。
变量分组及样本统计特征值如表1所示。

控制变量。年龄、性别等方面的差异使农村居

民即使拥有相同的物质组合,其可行能力也存在差

异,相关文献研究证明这些个体特征是影响生活满

意度的原因。为尽可能消除由于变量遗漏而给模

型估计造成的误差,还控制了年龄、性别、居住地、
婚姻状态。

2 实证分析与检验
2.1 山西省农村居民可行能力与生活满意度的相

关性分析

将个人基本特征、经济条件、生态宜居条件、乡
风文明条件、政治参与能力、防护性保障、健康状

况、社会机会等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与农村居

民生活满意度进行交叉分析,利用卡方检验显著

性,删除与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相关性不显著的几

个变量,保留了家庭人均收入、人均支出、住房条

件、村里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、空气质量、噪声状

表1 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

变量 变量说明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
生活满意度 1=非常不满意;2=比较不满意;3=一般满意;4=较满意;5=很满意 3.62 0.78

经济条件

生态宜居

条件

乡风文明

条件

政治参

与能力

防护性

保障

自己与家人身

体健康状况

社会机会

农村居民

个体特征

家庭人均收入
1=0.5万元以下;2=0.5万~1万元;3=1万~2万元;4=2万~3万

元;5=3万~4万元;6=4万元以上
2.58 0.96

家庭人均支出 1=0.5万元以下;2=0.5万~1万元;3=1万~2万元;4=2万元以上 2.14 0.98

收入主要获取地及来源
1=本乡村农产品销售收入;2=本乡村企业工作所得收入;3=本乡村出

租固定资产收入;4=本乡村做买卖获取收入;5=城镇外出打工工资收

入;6=子女或储蓄;7=低保养老金等政府行为
2.89 1.01

村镇主导产业类型
1=非农产业带动型;2=农产品加工业带动型;3=农业旅游业带动型;
4=第一、二、三产业融合带动型;5=种植结构优化带动型

2.59 1.67

住房条件 1=非常差;2=比较差;3=一般;4=较差;5=很差 3.05 0.91
村里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 1=正向 (如收入增加等);2=负向(环境破坏) 1.37 0.48
空气质量 1=非常差;2=比较差;3=一般差;4=较差;5=很差 3.13 0.97

噪声状况
1=噪声污染很大;2=噪声污染比较大;3=噪声污染一般;4=噪声污染

较小;5=噪声污染很小
3.18 0.91

对村里自然环境的满意度 1=非常不满意;2=比较不满意;3=一般满意;4=较满意;5=很满意 3.20 0.91
对村里基础设施的满意度 1=非常不满意;2=比较不满意;3=一般满意;4=较满意;5=很满意 2.92 0.96

村里的教育情况
1=只有幼儿园;2=有幼儿园与小学;3=有幼儿园与小学、初中;4=有

幼儿园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
1.95 0.94

对村里教育质量的评价 1=很差;2=差;3=一般;4=可以;5=优质 2.56 0.98
对村里文化活动满意度 1=非常不满意;2=比较不满意;3=一般满意;4=较满意;5=很满意 2.77 0.93
经常走动的亲戚邻居数 1=没有;2=1~2家;3=3~4家;4=4家以上 2.41 0.90
邻里氛围 1=非常不和睦;2=比较不和睦;3=一般;4=较和睦;5=很和睦 3.78 0.74
政府效率 1=很慢;2=较慢;3=一般;4=较快;5=非常快 2.94 0.92
对一事一议制度的参与情况 1=不能自由参与;2=可以自由参与 1.47 0.50
对乡村干部廉政的满意度 1=非常不满意;2=比较不满意;3=一般满意;4=较满意;5=很满意 2.95 1.00
认缴城乡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的情况
1=认缴最低档;2=认缴中间档;3=认缴最高档 1.96 0.37

本人身体健康程度 1=有疾病困扰;2=次健康;3=比较健康;4=非常健康 2.94 0.77
家人身体健康程度 1=有疾病困扰;2=次健康;3=比较健康;4=非常健康 2.57 0.96
受教育程度 1=小学及以下;2=初中;3=高中及职高;4=大专及以上 2.76 1.08
性别 1=男;2=女 1.51 0.50
年龄 1=29岁及以下;2=30~44岁;3=45~59岁;4=60岁及以上 2.01 0.98
婚姻状况 1=已婚;2=未婚(包括丧偶、离婚) 1.38 0.49
居住地情况 1=乡村;2=县城;3=城市 1.40 0.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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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村里自然环境的满意度、村里基础设施的满意

度、村里教育情况、对村里文化活动满意度、经常走

动的亲戚邻居数、邻里氛围、政府效率、对一事一议

制度的参与程度、对乡村干部廉政的满意度、本人

身体健康状况、居住地,这些因素的χ2 检验在5%
的水平上显著。
2.2 山西省农村居民可行能力影响生活满意度的

回归分析

2.2.1 模型估计

采用逐步回归法对进入模型的自变量进行筛

选,最终留下经济条件(人均收入)、生态宜居条件

(村里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、对村里基础设施的

满意度)、乡风文明条件(邻里氛围)、政治参与能力

(对一事一议制度的参与程度)及本人身体健康这6
个自变量。变量的 VIF最大为1.159,小于10,说
明多重共线性不明显,满足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

的假设之一。最后以这6个自变量构建影响生活满

意度的多元有序回归模型(表2),从输出结果来看,
模型的P 为0.997,大于0.05,通过平行线检验。
模型计算公式为

ln p(Y≤j)
1-p(Y≤j)=α+β1x1+β2x2+…+

β6x6+μ (1)

式中:解释变量取值为Xi(i=1,2,…,6),X1 为经

济条件中的人均收入,…,X6 为农村居民身体健康

状况;被解释变量用Yj 表示,j=1,2,…,5,代表5
个等级;α为截距项;β为回归系数;μ为随机项。分

类变量以最后一类为参照类,如人均收入以“4万元

以上”为参照类。
2.2.2 模型结果分析

经济条件中的家庭人均收入对农村居民生活

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。从统计结论看,相比于参照

组人均收入为“4万元以上”的农村居民,其他各组

的Exp(B)都小于1,即家庭人均收入低的农村居民

相比人均收入高的农村居民认为生活非常满意的

概率要低。具体来看,相对于参照组人均收入为“4
万元以上”的农村居民,人均收入为“0.5万元以下”
的农村居民认为生活非常满意的发生概率为0.23
倍[Exp(B)=0.23];同时人均收入在“3万~4万

元”的农村居民与参照组“4万元以上”的优势比接

近1,说明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差异不大,也侧面说

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,生活满意度更多受到其他因

素的影响。与H1相符。
生态宜居条件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

影响。“村里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”与农村居

民的生活满意度在1%的水平上显著相关,那些对

表2 农村居民可行能力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1
变量 变量赋值 B Exp(B) P 标准误

经济条件(人均收入)
参照组:4万元以上

生态

宜居

条件

村里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

参照组:负向(环境破坏)

对村里基础设施的评价

参照组:基础设施非常好

乡风文明条件(邻里氛围)
参照组:很和睦

政治参与能力(对一事一议制度的参与程度)
参照组:可以自由参与

本人身体健康状况

参照组:非常健康

0.5万元以下 -1.457** 0.23 0.038 0.703
0.5万~1万元 -0.701* 0.50 0.082 0.697
1万~2万元 -0.419* 0.66 0.091 0.726
2万~3万元 -0.36** 0.70 0.048 0.738
3万~4万元 -0.089* 0.91 0.100 0.782

正向(如收入增加等) 1.007*** 2.74 0.001 0.304

非常不好 -2.27*** 0.11 0.004 0.799
比较不好 -2.104*** 0.12 0.004 0.725
一般 -1.724*** 0.18 0.009 0.663
较好 -1.117* 0.33 0.103 0.704
非常不和睦

比较不和睦 -0.312 0.73 0.772 1.077
一般 -0.834* 0.43 0.067 0.456
较和睦 -0.169 0.84 0.685 0.417

不能自由参与 -0.774*** 0.46 0.007 0.289

有疾病困扰 -0.963* 0.38 0.077 0.664
次健康 -1.234*** 0.29 0.001 0.481
比较健康 -0.576* 0.56 0.084 0.362

模型拟

合信息

对数似然值 379.828
P 0.000
NagelkerkeR2 0.541

 注:*、**、***分别表示10%、5%、1%的显著性水平;N=66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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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里产业开发持正向态度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

评价更高的概率是持负向态度农村居民的2.74倍。
农村居民“对村里基础设施的评价”与生活满意度

在1%的水平上显著相关,对村里基础设施评价不

好的农村居民较“对村里基础设施评价非常好”的
农村居民Exp(B)在0.2以下。这说明,认为农村

基础设施非常好的农村居民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

更高,反之对农村基础设施评价不高的农村居民有

更低的概率对其生活满意度打高分,与H2相符。
乡风文明条件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

不太显著。从回归结果看,那些邻里氛围感觉一般

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评价更高的概率是邻里氛

围很和睦农村居民的0.43倍(10%水平下)。但其

他分类显示邻里氛围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

响不显著。H3没有很好地被验证。
良好乡村治理体系下农村居民政治参与能力

与其生活满意度相关。评价农村居民政治参与能

力的“一事一议制度的参与程度”与农村居民生活

满意度在1%的水平上显著相关,相比参照组“可以

自由参与”,“不能自由参与”村镇一事一议的农村

居民生活满意度的Exp(B)=0.46,说明能自由参

与到村镇议事的农村居民对乡村治理的评价更高,
显然,政治参与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,与
H4相符。

防护性保障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

影响。农村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认

缴档次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。
可能的原因是养老金兑现周期较长,考虑现行支付

成本与未来收益,现在多缴带来的成本上升对生活

满意度的负向影响大于未来兑付的正向影响。基

于目前养老保险提供的基础保障作用,农村居民获

得感的提升还是很有限的,随着国家对农村居民基

础社会保障的完善,农村居民较没有社会保障前在

医疗支付、养老支付方面获得感更高,但还没有普

遍上升到幸福感层面。激活农村居民的现有资源,
更快更好地向经济效益转换,才能给予农村居民最

大最稳定的获得感与安全感,进而上升为幸福感的

提升。
农村居民个人身体健康状态对其生活满意度

影响很大。以“非常健康”组的农村居民对生活满

意度的评价为参照组,自评为“次健康”的农村居民

相较于“非常健康”的农村居民组的Exp(B)为
0.29,且在1%的统计水平下表现显著,表明身体状

态为“次健康”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更高的概

率是“身体非常健康”农村居民的0.29倍。许多学

者的研究表明,身体健康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更

高,健康的身体是工作的原动力,分析结论符

合H6。
社会机会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确

定。教育能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社会机会,从而

成为提升其可行能力的重要因素,在考察其对生活

满意度的影响中,样本研究结果(P=0.163,卡方=
12.191)卡方检验在5%的水平上不显著。所以没

有进入模型(1),基于受教育程度这一因素的重要

性,在受教育程度与生活满意度的单因素交叉分析

中,把P放宽到0.2,这样在模型(2)中(表3),加入

受教育程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。“小学及以下文

化程度”变量呈现10%水平的显著性,Exp(B)为
0.50,意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,受教育情况

在小学以下的农村居民具有更高生活满意度的机

会比是受教育程度为“大专及以上”的农村居民的

0.5倍,“高中及职高”分组的Exp(B)为2.04,在
10%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有影响,

表3 农村居民可行能力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结果2

变量 变量赋值
模型(2)

Exp(B) 标准误

人均收入

参照组:4万元以上

村里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

参照组:负向(环境破坏)

对村里基础设施的评价

参照组:基础设施非常好

邻里氛围

参照组:很和睦

对一事一议制度的参与程度

参照组:可以自由参与

本人身体健康状况

参照组:非常健康

社会机会(受教育程度)
参照组:大专及以上

0.5万元以下 0.28* 0.708
0.5万~1万元 0.56* 0.701
1万~2万元 0.71* 0.728
2万~3万元 0.84** 0.740
3万~4万元 0.98* 0.791
正向

(如收入增加等) 2.98*** 0.309

非常不好 0.09*** 0.810
比较不好 0.11*** 0.728
一般 0.16*** 0.668
较好 0.27* 0.711
非常不和睦

比较不和睦 0.65 1.091
一般 0.44* 0.460
较和睦 0.95 0.422

不能自由参与 2.26*** 0.293

有疾病困扰 0.51* 0.701
次健康 0.36** 0.509
健康 0.55* 0.366
小学及以下 0.50* 0.489
初中 1.03 0.352
高中及职高 2.04* 0.406

对数似然值 401.072
P 0.000

NagelkerkeR2 0.567
平行性检验 0.894

 注:*、**、***分别表示10%、5%、1%的显著性水平;N=66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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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,受教育情况在“高中

及职高”的农村居民具有更高生活满意度的机会比

是受教育程度为“大专及以上”的农村居民的2.04
倍,其他分组的显著性没有通过检验。可能高中学

历的农村居民,更有可能居住在农村地区,从事的

工作相对竞争压力小,比较对象也是本村居民,而
在农村地区,高中的学历已然够用,因此这类农村

居民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更高。

3 结论与启示
可行能力理论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农

村居民生活质量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。农民

的生存、发展能力建设是乡村振兴的落脚点,乡村

振兴应以提升农村居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

为“内生力量”。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,系统

地分析了农村居民可行能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,
研究结果表明:①农村居民可行能力中的经济条

件、生态宜居条件、政治参与能力和农村居民个人

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相对更大。②将城

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农村居民防护性保障的

代理变量进行研究,发现其对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满

意度并未产生显著影响。这表明,现阶段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及其配套的医疗保险,主要功能在于

满足农村居民基础性的社会保障需求,使其享有与

城镇居民同等的普惠性待遇。实现共同富裕不仅

需要“授人以鱼”式的物质转移,更需要“授人以渔”
式的可行能力培育。单一的防护性保障在未转化

为发展能力时,其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是有限的。
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,如何构建一个更具韧

性、更能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福祉与安全感的防护性

保障体系,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重要议题。③
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机会这一可行能力的替代变

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。教育虽然提

高了农村居民的可行能力,但是受教育程度并不是

越高,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就越高。因为受教育

程度更高,工作机会越多,但对生活的期望及比较

的对象也会随之发生改变,这一结论符合预期。
上述结论对当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与推

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努力方向具有一

定的政策启示意义。鉴于宏观层面的制度保障构

成了微观层面农村居民生活选择集的重要约束条

件,影响其选择的结果,必然会反映农村居民生活

满意度。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,把关注的视角放到

政府为农村居民提供的公共产品方面。资源的有

限性需要找到政策供给的优先级,以有效提升农村

居民的幸福感。农村居民可行能力的增强依赖于

针对乡村的多层政策匹配:①从促进乡村产业振

兴、提升农村居民就业面的角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经

济条件,为农民留在农村、回流家乡提供土壤;②从

促进农村宜居角度提升农村的基础设施,改善农村

居民的生活条件,多效并举丰富农村居民的文化生

活;③积极提升乡村治理水平,提高农村居民主人

翁意识与相关事务的参与度;④从制度供给角度助

力农村居民健康权,协调农村地区公共医疗资源配

置,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;⑤虽

然受教育程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一定是正向

的,但教育显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可行能力,也是

人才振兴的基石。所以政府依然需要在提升农村

的基础教育层次与水平上努力,通过政府引导在农

村公共教育资源上的分配,打破优质教育资源的城

市集聚效应下所造成的农村教育资源不断流失的

局面,保障农村教育体系的构建质量。总之,实现

农村居民的共同富裕目标应以拓展可行能力为导

向,将可行能力的提升寄托于农村居民与政府共同

发力,既有赖于政府在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医疗、环境

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助力,也依托于农村居民个体

的主观能动性。在政策环境和个体能力充分互动

下,农村居民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选择权得以提升,
继而获得主观上的幸福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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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uralRevitalizationEnablesRuralResidents’LifeSatisfaction:
BasedonthePerspectiveofFeasibleAbility

KANGHui
(Schoolofeconomics,ShanxiVocationalUniversityofEngineeringScienceandTechnology,Jinzhong030619,China)

Abstract:Basedonthetheoryoffeasibleability,howtheruralrevitalizationpolicycanbeeffectivelyconnectedwiththecultivationofrural
residents’abilitywasclarified,andtheinfluencemechanismofruralresidents’objectivefeasibleabilityontheirsubjectivelifesatisfactionwas
discussed.TakingthesamplesurveydataofruralresidentsinShanxiProvince,theempiricaltestwascarriedoutbyusingthemultivariate
orderedLogisticmodel.Theresultsshowthattheeconomicconditions(familypercapitaincome),ecologicallivableconditions(theimpactof
industrialdevelopmentonlife,ruralinfrastructure),politicalparticipationabilityandphysicalhealthstatusofruralresidents’feasibleability
haveasignificantimpactonlifesatisfaction.Ruralcivilizationconditions(neighborhoodatmosphere)andprotectivesecurityhaveno
statisticallysignificantimpactonruralresidents’lifesatisfaction.Theimpactofsocialopportunitiesonruralresidents’lifesatisfactionis
uncertain.Byconstructingalocalizedfeasibleabilityindexsystem,anewtheoreticalperspectiveandempiricalbasisforunderstandingthewell-
beingeffectofruralrevitalizationareprovided.Thethreeruralpoliciesshouldeffectivelyexpandthefreedomofchoiceofruralresidents,so
thattheresultsofruralrevitalizationcanbetrulytransformedintotheirmeasurableandperceptiblelifeimprovement.
Keywords:ruralrevitalization;capabilityofruralresidents;lifesatisfaction;multipleorderedlogisticmod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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